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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地理学视野中的海派文学

周黎燕

摘　要：媒介地理学为媒介传播、文学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生长点。作为２０世纪中国文

学史上的重要流派，海派文学的生成与建构与上海这一地域环境密切相关。“京海”之争中上海文人以地

理集聚的形式为之确立了合法性，上海的报刊媒介则为其发展提供了颇具传播力的现代公共空间，而世界

主义的文化理念铸就其文学现代性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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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介地理学的视野中，空间、景观、地方、时间与尺度是五大核心概念，它们共同影响并制约着

媒介传播的幅度与力度。［１］（３）作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海派文学以鲜明的地域特色绵延甚
久而引人注目。海派文学的生成与建构与上海这一地域环境密切相关。空间是人类展开社会活动的场

所和容器，也是权力争斗和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媒介与地理之间互生、互动的内在联系及其复杂性，

为我们解读海派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学意义上的海派由京剧海派演变而来。一般认为，海派肇始于清代同光年间的绘画界。最早的海

派是一种贬称，是内地 （北方）传统画派对上海为生计所迫而迎合流行趣味的非正统画派的贬称。［２］延

至京剧，以北京 “京朝派”的正宗京剧为中心，上海京剧被称为 “外江派”，即京剧海派。可见，不论

是绘画还是戏剧， “海派”一词都含有被排斥、被边缘化的涵义。文学中的京派和海派也由此借用过

来，但与绘画、戏剧的海派作为贬义词不同，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京海”之争中，海派文人凭借其丰

富、多元的地域意识形态特质，在上海文人地理集聚的呐喊与助威之下，颠覆了京派一以贯之的中心

地位，而获得了海派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一、“京海”之争中上海文人的地理集聚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 “京海”之争跨越天津、上海两地而展开。论争的缘起是１９３３年５月海派作家
章克标的 《文坛登龙术》在上海自费印行后，一时洛阳纸贵，当年重版两次，章克标由此名声大噪。

继之，６月１６日上海 《论语》第１９期上刊载章克标 《文坛登龙术》的 《解题》和 《后记》，８月１６日
第２３期上又刊发该书的广告及目录。这引起了远在北京沈从文的关注，１０月１８日，沈从文在其遥编
的天津 《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刊发 《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列举中国当前文坛存在诸多 “玩票白

相”的情状，缺乏应有的严肃与 “庄重”，直陈章克标等上海文人 “登龙有术”［３］而严重败坏文坛风

气。此论一出，激发身居上海的海派作家苏汶 （即杜衡）的不满，随即撰文 《文人在上海》刊发于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日 《现代》第４卷第２期，为上海文人进行辩解，指出对方 “不问一切情由而用 ‘海派

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①。对此，沈从文撰文 《论 “海派”》刊发于１９３４年

① 其实，对于章克标等文坛 “登龙术”，鲁迅早于沈从文撰文 《登龙术拾遗》，刊发于１９３３年９月１日上海 《申报·自由

谈》，但未招致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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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１０日 《大公报·文艺副刊》，阐释 “海派”一词的核心意义在于 “‘名士才情’与 ‘商业竞卖’

相结合”。

沈从文与杜衡一南一北的论战引发众多文人，如曹聚仁、徐懋庸、鲁迅、师陀、胡风、韩侍桁、姚

雪垠等先后撰文参与此次论争。除其他少量文艺刊物之外，上海的 《申报·自由谈》和天津的 《大公

报·文艺副刊》成为论争的主要阵地。京派方面，在 《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章，除了沈从

文的两文，就只有论争后期师陀的 《“京派”与 “海派”》一文。而师陀也不偏袒京派，他以公允的态

度指出沈从文 “因为愤慨至于极端，主观的成分很大”［４］的个人观念上的偏执。

但在上海，文人们对沈从文的海派说反应强烈，激起理论家、文学家等众人的非议。１９３３年１１

月，韩侍桁撰文 《论海派文学家》为海派作家辩护，当时刊发于 《小文章》，次年即由上海良友图书公

司初版。继之， 《申报》的附张 《自由谈》上刊发多篇论争文章。１９３４年初，相关文章有曹聚仁的

《京派与海派》（１月１７日）、徐懋庸的 《“商业竞卖”与 “名士才情”》（１月２０日）、毅君的 《怎样

清除 “海派”？》（２月１０日）、栾廷石 （鲁迅）的 《“京派”与 “海派”》（２月３日）和 《北人与南

人》（２月４日）、古明 （胡风）的 《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３月１７日）等。这些文章虽不无对海派

文人恶俗风气的抨击，但对沈从文所持 “北方文学家”的优越感多揶揄之辞，更遑论正值与施蛰存展

开 “《庄子》与 《文选》”酣战 （１９３３年１—１０月）之中的鲁迅的参与，以至于 “‘京派’是官的帮

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５］成为不刊之论。无论如何，上海文人摒弃各自文学理念的差异，以地理

集聚的形式自觉为海派文学正名，捍卫其作为地域文学流派的合法性，并由此在全国范围造就一种强

大的磁场效应。２月１７日，沈从文发表 《关于海派》一文表示退出讨论，其所抨击的海派文学却借势

“浮出历史地表”。

对于沈从文，这场论争的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地方感是一种强烈的、通常是积极地将我们与世界

联系起来的能力，但是，它也能够变成有害的和摧毁性的。”［６］湖南出身的沈从文之所以以 “北方文学

家”自居而贬斥南方文坛的不良风气，源于其对于北平为代表的北方文坛的服膺与认同。北方文坛之

厚重、严肃、纯粹本是新文学的优良传统，遗憾的是，“厚重之弊也愚”［７］，当它凝固为一种 “有害的

和摧毁性的”文学理念而压制南方文坛时，丧失了其本有的古朴与端正。而南方地域培育的机灵、反

叛、包容的文学理念，使上海文人对于海派文学有合理而准确的定位，当然，海派文学的地域形态及

深厚内涵为此场博弈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二、“新性道德特刊”事件中的南北对峙

除了地理集聚效应，海派文学的生成与上海报刊媒介关系紧密，其所秉持的自由、包容的文化理念

为之提供了强大的传播平台。论争期间，京派、海派文学的同人期刊，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的 《大公报

·文艺副刊》与施蛰存主编的 《现代》的较量并未充分参与，除了沈从文、师陀、杜衡之外，学派同

人也并未加入论争，最为突出的是 《申报·自由谈》为此刊发的上海文人的诸多篇目。２０世纪 ３０年

代，因内容的民主与思想的活跃，《申报》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尤其在留法回来的黎烈文任

主编时期，《自由谈》刊发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文字，众多文艺家就文学、文化、社会等热点问题发表

观点，掀起一个又一个的论争热潮。在此态势下，《自由谈》为海派文学的 “浮出”营造了强大的气

场，迫使 “北方文学家”弃甲而归。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海派文学初期跨越北京、上海两地展开的 “新性道德特刊”事件上。此次讨

论始于上海，也以北京学者的告退为终。海派小说的浮现源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现代性爱观念的转变

与生成。受五四新思潮的激荡，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现代知识分子大力宣扬现代性爱观念，国内大报刊都展

开相关的介绍、讨论，掀起现代性爱意识的巨大思潮。其中１９２５年１—６月发生在北京、上海两地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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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杂志》、《现代评论》、《莽原》、《妇女周报》、《京报副刊》等关于 “新性道德”的讨论对于海派

文学的初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件的起因是１９２５年１月１日出版的 《妇女杂志》上，刊发了主编章锡琛亲自撰写的 《新性道德

是什么》一文。该文借鉴福莱尔的 《性的问题》，遵从自由与平等的人生原则，提出性道德 “以有益于

社会及个人为绝对标准”［８］。同时刊发的有周建人的 《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一文，指出 “人的自然的

欲望是正常的”，“科学的性道德”只需合乎两个标准——— “不损害自己和他人”、 “顾到民族的利

益”［９］。此刊一出，国内学者为之哗然。３月１４日，北京的 《现代评论》第１卷第１４期刊发北大教授

陈百年的文章，批判章、周二人的言论为 “一夫多妻的新护符”［１０］。鉴此，章锡琛撰文 《新性道德与

多妻》、周建人撰文 《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予以驳斥，与陈百年的 《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展

开笔战，５月９日，三篇文章同时发表于 《现代评论》第１卷第２２期。

引起如此轰动，是 《妇女杂志》所不愿的，因为发行该刊的 “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先生，素来是以

中正和平为主的，背时固然不对，激烈尤其大忌”［１１］（５３）。章锡琛渐受排挤与干预。而 《现代评论》虽

予以刊发论争文字，但终究有所顾忌，以至于编辑在排版上并没有以论战的方式并列着予以刊发。翻

阅 《现代评论》第１卷第２２期，陈百年的 《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一文编排于 “时事短评”一

栏，这是 《现代评论》每期必有的头版栏目，占据着核心而醒目的位置。而章、周二文列于刊末的

“通信”一栏，按鲁迅 （当时在北京）的说法，“挂在那边的尾巴上”，“委屈得很”［１２］。在此情势下，

章、周二人转而将文稿寄给鲁迅，请他代为介绍别处刊登，鲁迅激于义愤，毅然录用。５月１５日，在

鲁迅主编的 《莽原》杂志上，同时刊发周建人的 《答 ＜一夫多妻的新护符 ＞》、章锡琛的 《驳陈百年

教授 ＜一夫多妻的新护符 ＞》两文；６月５日，又刊发章锡琛的 《与陈教授谈梦》、周建人的 《再答百

年先生》两文。５月２９日，陈百年的 《给周章二先生的一封短信》刊发于 《莽原》，表示退出论争，

以示结束。

并且，论争期间北京、上海等多家报刊刊发相关文章，辨析双方观点。３月２２日，《妇女周报》刊

发顾均正的 《读 ＜一夫多妻的新护符 ＞》，４月１６日，《京报副刊》刊发许言午的 《新性道德的讨论》，

６月１０日，《妇女周刊》刊发君萍 《新性道德与一夫多妻》。这些文章虽角度不一，措辞委婉，但基本

观点全然一致，均为支持或认同章、周二人的 “新性道德”观点，彰显了现代性爱意识的强大与趋时。

“新性道德号”事件影响深远，这首先对于上海现代性爱意识在上海大众的播撒具有重要意义。在

“新性道德号”特刊期间，《妇女杂志》拥有相当可观的读者群，“杂志发行量由过去的二千来本增至

一万以上”［１１］（５８），开创妇女杂志界的新纪元。而章锡琛离职后，《妇女杂志》复归保守立场，调整编辑

方针，开设孩子喂奶和家庭厨房等事宜的栏目，销量一落千丈。可见，日常家庭护理等传统性选题已

不再趋时，现代性爱意识成为时人关注的问题。同可佐证的是，章锡琛当年离职创办开明书店，着手

出版 《新性道德讨论集》一书，收录论争中章锡琛、周建人、陈百年等相关文章，销量甚好，当年

（１９２６年）“居然”再版，而后又版，不但于章锡琛而言是 “大可慰藉”［１３］的，也足见上海民众对现代

性爱自由观念的广泛接受与普遍认同，这为上海女性广泛地进入社会的公共空间，并继而成为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海派文学的消费对象奠定了思想与文化基础。

其次，上海报刊媒介造就的公共空间为海派文学的 “浮出历史地表”开辟了道路。在两场南北论

争中，上海的 《申报·自由谈》和天津的 《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海的 《妇女杂志》与北京的 《现

代评论》分别构成相互对抗的形势。天津的 《大公报·文艺副刊》、北京的 《现代评论》均为同人创

办的学院派杂志，以自由主义的姿态宣扬端庄、纯正的文艺趣味，少有围绕某一时代主题的同声呼气，

集结发声。而上海的 《申报·自由谈》、《妇女杂志》则不然。它们面向大众，拥有持续而稳定的读者

群，《妇女杂志》曾突破１００００份的销量。作为全国的第一大报，《申报》最高的发行量更达１５００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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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张 《自由谈》及时捕捉社会热点，“与人以智识，使人得有优良的消遣与娱乐”［１４］。尤其在黎烈文主

编期间，《自由谈》针砭时弊，锋芒毕露，给予撰稿者充分表达思想的空间，这为上海文人对京派文人

的反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播撒场域。

同理，在 “新性道德”论争中，与北大教授陈百年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者是时任 《妇女杂志》的

主编章锡琛。章锡琛深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在１９２０—１９２５年担任主编期间，他以激进态度改良杂志，

旨在 “谋妇女地位的向上，和家庭的革新”［１５］。为此，开设离婚问题号、产儿制限号等１０种特刊，旨

在通过广泛地研究各种女性问题，探讨现代女性意识的发展走向，选题大胆、前卫而时常激起大众争

议。在论争前期，《妇女杂志》销量飙升，发行上万，为章锡琛、周建人赢得庞大的读者群，至后期，

虽 《妇女杂志》碍于舆论有意撤退，但有鲁迅施以援手，更以 《莽原》编辑身份为之刊发稿件，为其

提供宣扬现代性爱意识的后续论坛。相比之下，《大公报·文艺副刊》、《现代评论》延续的是新文学同

人办杂志，自由相惜的传统路径，因此，不论是艺术趣味，还是营销手段，实在无法与上海报刊媒介

相匹敌，可以说，上海的媒介环境为海派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颇具传播力的现代公共空间。

三、世界主义之于文学传播

诚然，关于海派文学这一新兴文学形式，南北文人的论争主要源于各自所持的文化理念的差异。北

京及其京派文人多持 “庙堂”主义的排斥与偏见，而上海以及海派文人多持世界主义的包容与并进。

自１８４２年开埠以来，上海的城市发展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质。熊月之曾如斯概括本土想象对于上

海的两极化观点。在经济层面，上海是 “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在殖民层面，上海是 “外国人的

天堂，中国人的地狱”；在道德文化层面，上海既是罪恶的源头，也是光明的源泉，既是大染缸，又是

学习西方知识的窗口。［１６］故此，上海以一种双向矛盾的姿态呈现着，她既是 “光明的城市”，因为其启

蒙教育、杂志出版、文学革命和社会变革；又是 “黑暗的城市”，因为它是污秽、堕落、性关系混乱和

道德腐败的温床。［１７］

而远居 “庙堂”之上的北京，在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政府对于新文化、新思想的压制是相当浓重的。

《努力》三十六期 （１９２３年）里就告诉过我们，“国务会议”里曾经有 “取缔新思想”的议案。另据

阿英考证，１９２４年，《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书籍以及易卜生的戏剧 《娜拉》均在北京被禁，胡

适甚至遭到被驱逐出境的指令。［１８］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民众对新文化、新思想也仍是相当隔阂，恪守

着旧礼法的体制与风俗。１９２４年的北京戏园里仍是男女分座的，瞿秋白曾请刚从沪到京的丁玲看陈德

霖出演的京剧，丁玲因哀伤挚友的早逝无心看戏，写了一个字条请茶房递过去以作辞别。［１９］因此，京派

文人之于上海多是秉持精英主义的道德批判立场，注目其 “地狱”、“黑暗”与污秽的一面，嫌弃、鄙

视乃至成见流播甚久。不消说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２０多年后，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沈从文二度以文物

研究员身份前往南京、上海等地考察时，依然毫不掩饰对上海的鄙夷与不屑，他揶揄上海人对衣食住

行的细致与讲究，为钱、物无意义消耗的生活状态，少女受世风感染的 “早熟”与 “摩登”现象，坦

陈 “我过去不喜欢这个地方，现在还是不欢喜”［２０］。

但其实，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形态并非狭隘或单一的，倒是弥漫着复杂多元、兼容并蓄

的世界主义文化气息。从空间分布上，当时上海的地缘政治情况处于一市三政的分裂状态，法国租界

和公共租界 （包括日本人在虹口一带的非正式地盘）各据上海面积 （约２５平方公里）的一半。从人口

结构上，上海自开埠以来开始发生剧烈变化，所谓华洋杂居，五方杂处。据统计，１９３０年上海的 ２００

万人口来自４８个国家，而８０％的中国居民来自广大内陆的移民。［２１］故此，不论是上海文人还是普通百

姓，身份认同无法统一，也无以认同。对于上海，他们一面感受其 “地狱”、“黑暗”的特质，也享受

着现代化所带来的物质与文化的双重 “盛宴”，尤其是外来文化的多质性为海派文学的创作提供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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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资源。

单就海派文学的文学表现——— “颓废”而言，其精神旨趣吸纳世界东西方文学的学术资源，凸显

世界主义的文化理念。参阅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海派期刊译介 （绍介）的外国作家作品情况①。

海派期刊 编辑 被译介的外国作家

《无轨列车》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
刘纳鸥

瓦莱 里 （ＰａｕｌＶａｌéｒｙ）、保 尔 · 穆 杭 （ＰａｕｌＭｏｒａｎｄ）、Ａｚｏｒｖíｎ、Ｊｏｓé、
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Ｒｕｉｚ

《新文艺》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

刘 纳 鸥、

施 蛰 存、

杜衡 （苏

汶）等

雅姆 （ＦｒａｎｃｉｓＪａｍｍｅｓ）、乔伊斯 （ＪａｍｅｓＪｏｙｃｅ）、马拉美 （ＳｔéｐｈａｎｅＭａｌｌａｒｍｅ）、
Ｃｏｌｅｔｔｅ、Ａｚｏｒｖíｎ、片冈铁兵 （ＫａｔａｏｋａＴｅｐｐｅｉ）、亚瑟·史奈兹勒 （ＡｒｔｈｕｒＳｃｈｎｉｔ
ｚｌｅｒ）、谷 崎 润 一 郎 （ＴａｎｉｚａｋｉＪｕｎ’ｉｃｈｉｒō）、奥 内 斯 特 · 道 森 （Ｅｒｎｅｓｔ
Ｄｏｗｓｏｎ）等

《现代》 （１９３２—
１９３５年），平均每
期销售量７０００份，
最大时达 １４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份。

施 蛰 存、

杜 衡、汪

馥泉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埃米·洛威尔 （ＡｍｙＬｏｗｅｌｌ）、
ＨＤ、艾略特 （ＴＳＥｌｉｏｔ）、斯泰因 （ＧｅｒｔｒｕｄｅＳｔｅｉｎ）、让·科克多 （ＪｅａｎＣｏｃ
ｔｅａｕ）、雷蒙德·哈第盖 （ＲａｙｍｏｎｄＲａｄｉｇｕｅｔ）、马里诺·莫雷蒂 （ＭａｒｉｎｏＭｏｒｅｔ
ｔｉ）、横 光 利 一 （ＹａｋｏｍｉｔｓｕＲｉｉｃｈｉ）、帕 索 斯 （ＪｏｈｎＤｏｓＰａｓｓｏｓ）、济 慈
（ＷＢＪｅａｔｓ）、劳伦斯 （ＤＨ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Ａｚｏｒｖíｎ、古尔蒙 （ＲéｍｏｎｙｄｅＧｏｕｒ
ｍｏｎｔ）、卡明斯 （ＥＥＣｕｍｍｉｎｇｓ）、威廉·福克纳 （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ａｕｌｋｎｅｒ）、费德里
戈·加西亚·洛尔卡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ＧａｒｃíａＬｏｒｃａ）等

《文艺风景》

（１９３４年）
施蛰存 斯泰因 （ＧｅｒｔｒｕｄｅＳｔｅｉｎ）

《幻洲》

（１９２６—１９２８年），
每期销量４０００份。

叶 灵 凤、

潘汉年
奥布瑞·比亚兹莱 （ＡｕｂｒｅｙＢｅａｒｄｓｅｙ）、奥斯卡·王尔德 （ＯｓｃａｒＷｉｌｄｅ）

《现代小说》

（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
叶 灵 凤、

潘汉年

爱伦·坡 （ＥｄｇａｒＡｌｌａｎＰｏｅ）、奥内斯特·道森 （ＥｒｎｅｓｔＤｏｗｓｏｎ）、奥斯卡·王
尔德 （ＯｓｃａｒＷｉｌｄｅ）、亚瑟·史奈兹勒 （ＡｒｔｈｕｒＳｃｈｎｉｔｚｌｅｒ）、

《金屋月刊》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
邵 洵 美、

章克标②
谷崎润一郎 （ＴａｎｉｚａｋｉＪｕｎ’ｉｃｈｉｒō）、奥布瑞·比亚兹莱 （ＡｕｂｒｅｙＢｅａｒｄｓｅｙ）、奥
斯卡·王尔德 （ＯｓｃａｒＷｉｌｄｅ）、夏目漱石 （ＮａｔｓｕｍｅＳōｓｅｋｉ）

　　上表所示，尽管日、法国作家深受青睐与追捧，但在７个杂志上，被译介的外国作家多达３０多位。

地域方面，涵括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多个欧亚国家。文学流派方面，

视角开阔，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片冈铁兵之于 《无轨列车》、《新文艺》、法国象征主义、美国现代

主义，如古尔蒙、哈第盖等之于 《现代》③、英国颓废派奥布瑞·比亚兹莱之于 《幻洲》、《现代小说》

以及日本唯美主义之于 《金屋月刊》等为海派作家提供了充足的文学滋养，而其追随前沿、包容世界

的企望与热力铸就文学现代性的内核。

综上所述，媒介地理学为媒介传播、文学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富有发展空间的学术生长点。

媒介地理学关注地理因素对媒介内容、传播符号和媒介形态的影响，也关注媒介对社会环境、地理样

本、地理尺度的建构。［１］（２０）就海派文学传播而言，地方是其文学生成及传播形态的首要因素，但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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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 （１９１７—１９３７）》，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７２－２７３页。本表在其表格的基础上修整而成。

被沈从文所贬斥的章克标，编辑 《金屋月刊》，宣扬英国颓废派创作风格，其创作的抒情诗 《来吧，让我们沉睡在喷火口

上欢梦》，在想象的乌托邦中展示颓废的力与美。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号，《现代》第五卷第六期以４００多页的篇幅刊载 “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绍介美国诗歌、小说、散文的发

展状况，评述白璧德、杰克·伦敦、辛克莱、德莱塞、福克纳、安德森、庞德、帕索斯、奥尼尔、海明威等多位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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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景观、时间等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如百货公司、舞厅与咖啡馆等都市景观之于海派

写作、现代线形时间观之于上海大众日常生活等均可资研究。因篇幅所限，本文暂不拟展开。在这个

意义上，海派文学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文学的流派或样式陈列于史，它将承袭其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以

及多元、驳杂的现代理念，表达都市文明及其人性异化的精神诉求，以卓越的风姿传承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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